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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80年代開始，治理研究的學術領域逐漸興起，它企圖透過
多元行動者加入政策網絡，並讓層級節制為主的權威關係改為彈性分

權等方法，來取代傳統政府做為唯一且權威的公共政策規劃、執行及

評估等之模式。然而，1990年代後的諸多議題如氣候變遷及金融危機
等，可說是頑強到使跨國或單一民族國家的政府們治絲益棼。雖然治

理研究的成果及時加入協助因應，但卻力有未逮。因此，約自 2000年
起，若干歐洲國家及歐盟的研究機構及公私部門等合作開發如何因應

頑強問題的新治理模式。它們的成果大致可收攏在轉型研究及風險治

理的兩個新領域，除接收了原有治理研究的成果外，也尋求相關跨領

域學科如科技與社會、演化經濟學及複雜系統理論等的支援，而企圖

發展出兼具理論及實務的創新治理途徑，希望城鎮、國家、國際機構

等組織得轉型至以永續為目標的治理體制，來實質地克服頑強問題。

本文亦分析該二新領域所受批評、相應策略及若干仍待未來探索的議

題等。為免本文概念密集度過高，亦以臺灣燃油機車政體轉型來因應

溫室氣體及汙染物排放的頑強問題為例，分析轉型研究途徑如何為邁

向低碳社會提出宏觀觀察及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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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特別是歐洲諸多不同層次的組織在面對科

技、生態、環境、全球化及經濟體系的劇烈變化時，苦思如何進行

更有效的治理。這些組織不只是所謂傳統民族國家如荷蘭及德國等

的政府（Kemp, 2010; Loorbach, 2010），還有上至以歐洲國家為單

位成員的國際機構，如歐盟及歐洲環境組織等（EEA, 2017; Euro-

pean Commission, 2001; OECD, 2003）、下至地區城市如比利時根特

（Ghent）、英國亞伯丁（Aberdeen）及法國蒙特勒伊（Montreuil）

地方政府等（Roorda et al., 2014），甚至是規模更小的鄉鎮、社區或

特定社會功能等治理單位，例如即便小至像是洗衣的需求（Kemp, 

2010: 297; Reckwitz, 2002; Shove, 2004），都試圖在大規模及影響層

次深刻的鉅變或風險，如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能源轉

型、循環經濟、數位安全等議題上，進行重新認識、自我改造及研

發創新政策工具，進而尋找新治理架構及途徑。此外，即便是民間

組織，特別是跨國企業如雀巢公司（Nestle），也著手如何因應這些

鉅變的工作，期待創新的公司治理模式（IRGC, 2017）。

在前述鉅變或風險所引發的急迫需求下，這些地理位置多處於

歐洲的政體、企業、研究機構們在近 20年來除承繼及開發了幾個

新治理概念外，還進一步深入從事理論化工作，而不只限於倡導的

淺薄層次。這些概念包含治理（governance）、系統的變遷／挑戰／

風險（systemic change/challenges/risks）、轉型（transitions）、永續

（sustainability）及轉變（transformation）⋯⋯等。有趣的是，這些

概念經不同排列組合後，在不同領域各發展出不同的新理論途徑，

它們有時相互支援，但有時並未見明確聯繫及互補。基本上，目

前這些理論主要有轉型研究（transition research）及風險治理（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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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等兩領域。它們近年已獲長足進展並獲得高度重視，

例如前者可再細分有轉型管理（Transition Management, TMgt）、多

層次觀點（Multi-Level Perspectives,以下簡稱「MLP」）、策略利基

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SNM）、技術創新系統（Techno-

logical/ Technical Innovation Systems, TIS）等理論途徑，並在荷蘭

及德國等被採用做為能源等重大政策的主要依循框架。

本文目的在從治理研究發展脈絡的觀點出發，嘗試討論歐洲

為何有新治理的需求、其後來的概念及大致的理論途徑是如何演

變，並主張我國應有開發相關理論及實例的潛力。本文先從治理概

念興起的背景說明，借公共行政學及風險社會學原有的相關資產，

來分析公共政策脈絡下所謂「治理」與「政府」主導的差異，然後

說明：即便是治理已較政府更有能力解決 1990年代以來的若干變

遷，但以公共行政為背景的治理研究仍有相當侷限，而需再借重其

他領域，特別是複雜系統理論（Complex System Theory, CST）及

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以下簡稱

「STS」）等，並再加上進一步的跨域理論創新，才有機會處理氣候

變遷及能源轉型等頑強問題（persistent problems）。然而，為免概

念密集度過高而使本文落入抽象之嫌，本文第伍節將以如何轉型台

灣燃油機車政體以因應溫室氣體及汙染物排放的頑強問題為例，為

我國朝向低碳 /污社會提出宏觀觀察及政策建議。最後，本文也將

指出兩個吸納治理研究的新興領域：轉型研究及風險治理，目前雖

都正蓬勃發展，各有巧妙擅長，但也有呈現若干侷限待進一步探索

及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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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政府到治理

「一般來說，治理意涵著一種非層級節制的組織性結構，其中

同時包含數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行動者，它們之間沒有上下權威關

係，而一起生產出幾個具統整性的政策」（Renn et al., 2011: 232）。

相當程度地，在公共政策的認識、規劃、執行及評估等層面上，

「治理」的概念刻意跟傳統的「政府」概念做區隔。它們之間的顯

著差異包括：究竟應納入哪些行動者在政策網絡中？這些行動者之

間的關係為何？而政策行動者們所生產出來的基本政策後設考量有

哪些不同（例如，究應優先著重行動者的實質性或合法性、究應將

政策範疇的界線畫設在哪裡等）？基本上，下表簡要整理治理與政

府兩概念之間的差異，試圖回應前述幾個問題。此表的主要資料來

源領域有二， 一是公共行政及政策，另一是風險社會學。兩者原非

各自獨立、涇渭分明，但卻是在共同吸收治理概念後，而為該二領

域注入新刺激，進而使得兩者在特定議題的學術認識及發展上出現

趨同情形。例如，從「環境政策」及「環境社會學」延伸或收斂到

所謂的「環境治理」，而若將主題「環境」改為「風險」、「科技」、

甚至是「文化」等亦未嘗不可。我們也可從近年幾個在地的研究，

看到類似嘗試藉治理概念收攏政策、行政、社會及生態等跨域視角

的趨勢（周桂田、曾玟學，2017；方凱弘、陳宏興，2014；李明穎，

2014；許耿銘，2014；黃信勳、徐世榮，2014）。不過，這些研究

並未以概念定義、比較及脈絡的釐清為探討主軸，而多直接採用治

理一詞來試著整合多元觀點。本文目的之一即是對相關概念的承襲

及轉折進行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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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共政策的治理與政府概念差異

治理 政府

政策後設框架 脈絡系統性（systemic）：
強調政策鑲嵌在更廣的社會

脈絡過程中

策略系統性（systematic）：
強調政策自身範圍內的系統

性

不同政策間關

係

多個政策間的協調及統整性 個別或少數政策的專注性

政策行動者 強調同時包含政府及其他多

元行動者，除了組織外，也

包還個別公民，而政府還可

拆解成數個不同行動者，如

中央、地方政府。1

民族國家是單一且一體化的

行動者

政策目標 多項標準衡量 少數特定標準

優先的政策規

範性原則

透明、參與、課責、政策整

體性

正當性、合法性、財務控制、

管制、效能、效率

政策權力分布 水平、彈性。政策行動者有

可能具備正式權威或政策權

力，但亦可能沒有。

垂直、高度制度化。政策行

動者以具有權力為原則，彼

此之間有權威網絡。

政策權力機制 非正式與自我管制 正式、由上而下進行統治

政策工具 傾向使用非管制性政策工

具，由政府及非政府方一

同合作參與提議、設計及執

行。

傾向使用管制性工具，由政

府方主導。

1 
可因政策特質，區分為水平或垂直治理。水平治理意涵在某地理區位或某

政事功能等，由不同行動者參與。垂直治理則意味在某區域（如從國際、

國家、地方到社區）的多元行動者參與（Rauschmayer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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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政府

政策過程 較強調規劃過程中政府及非

政府方的共同設計及過程中

雙方的合作執行。透過雙方

設計及執行，持續反身評

估。

較強調一般政策過程中的線

性程序，從規劃、執行到評

估等階段。

與地方政府連

結關係

比較鬆散、不受界線拘束 透過民主化程序連結地方

與地方政府權

力關係

地方分權合作 區域主義集權化

國家與社會關

係

積極國家：官員與社會運動

者進行合作及談判。

公共領域：輿論具備政治力

量。

公民參與：確保社會多元價

值納入，如經濟成長及平等

分配等。

政府主導社會變遷、型塑社

會偏好、促進政府及社會的

偏好一致化。

資料來源：整理自方凱弘、陳宏興，2014: 46; Savitch and Vogel, 2000: 
161-162; Rauschmayer et al., 2009; Renn et al., 2011: 232-234;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Bourgon, 2007 ; Ison, 2010, 2016; 

Virtanen and Stenvall, 2018及作者分析。

基本上，以上學術研究的趨同及跨域現象，主要源自層出不

窮的難解、甚至是頑強的政策問題需求，且它們約在 1990年代時

已到讓人難以忽視的現象。所謂頑強問題意指涉及面廣、扣連度

深、常有牽一髮動全社會的情形、也有比較高的風險機率而引發不

可逆轉的災難等。簡單來說，它們是結構性的問題，而且它們之間

也相互勾連、互動，並有連鎖效果。此外，它們彼此之間不只有相

互疊合之處，其疊合處更是可以指涉一個長期性、結構性及鉅變性

（transformative）的人類變遷（Avelino and Grin, 2017: 15）。就此，

表 1 公共政策的治理與政府概念差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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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是學術研究領域擬先借用新概念預為因應頑強問題，不如說

是這些問題讓政策實務者及研究者改變方向、甚至是黔驢技窮而尋

找對策。然而，這些牽涉大尺度及深度脈絡連結的議題，如全球暖

化及金融危機⋯⋯等，固然是催生「治理」的關鍵要素，但仍有其

他重要的政治脈絡變遷，而使其從更早的時期即獲得重視。

約從 1980年代冷戰末期起，特別是在所謂歷史的終結之後，

自由民主及資本主義體制的挑戰不再由外而來（特別是社會主

義），卻主要是為自身治理困境所擾。即便早在二戰後即有新馬克

斯主義對資本主義民主體制提出嚴厲批判，雙方學術陣營彼此攻

防、爭論（Held and Krieger, 1983），其中與本文最相關的「不可治

理性」即由新馬克斯主義者提出做為資本主義民主體制難逃崩潰的

論據之一（Habermas, 1976）。然而，冷戰結束後，隨現實政治的

發展，大致上已從意識形態之爭轉向資本主義民主的治理困境如何

消解的實踐問題上，但這裡的治理困境已跟「不可治理性」有所差

異。當後者強調資本主義民主（capitalist democracy）體制下，來

自社會民眾的要求越來越多而超出政府所能生產，致使成為國家崩

潰危機之一時，前者則主要是前述所指的頑強議題。某種程度來

說，在現實觀照下，「不可治理性」可經由國家技巧地安排、甚或

是操弄，而獲得安撫（Held and Krieger, 1983），但頑強問題卻難僅

透過政府的策略手段消解。因此，治理的概念在當時即特別與所謂

「發展」相關，並開始延伸至其他領域（Renn et al., 2011: 232）。此

處所指的發展，不只是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更是指已

開發國家的永續追求。正好大約就是在此前後的時機，治理研究本

身也蓬勃發展。

例如，從 1980年代所興起的新公共管理之主旨，即在挽救政

府行政的效率欠缺，特別是在預算緊縮、行政管理繁複無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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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多而無法獲得適足回應等的現象受關注時。於是，新公共管

理嘗試引進市場原則如競爭、效率、經濟管理及顧客導向等進入到

公共行政治理，這樣的發展特別是隨著美國暢行新自由主義後的脈

絡下更加獲得重視。相當程度來說，某些部分的不可治理性被管理

住了。不過，主要在歐洲的脈絡下，另有相當部分的學者認為政府

行政及政策的問題，首在由上而下的模式欠缺民眾及其他社會或

經濟團體參與，因此認為應著重在如何開創公私協力及多元參與

的機會，以使政府的管理及政策更為有效及彈性（Peters, 2001: 45-

50; Rosenau, 1995; 方凱弘、陳宏興，2014）。歐盟在 2001年所發表

的歐洲治理白皮書，基本上已被視為一個有關治理研究的發展里

程碑。它不只描述性地指出多元治理（也就是除了政府之外，更

有擴大行動者及層次等多元要素）的時代已經來臨，且這個多元性

背後所代表的具體規範價值應該有哪些，而進一步提出所謂「善治

（good governance）」的概念（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Renn et al., 

2011: 233）。

然而，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政府行政欠缺效率及效能固然是

當代政策施行的關鍵問題，並因而引進公共管理或多元參與的新概

念因應，但需要「從政府到治理」的更核心原因，仍在於找出如何

處理 1990年代後眾多治絲益棼的頑強問題之對策。當然，這並不

是說為了徹底對抗頑強問題，公共管理或多元參與的說法已然失效

而需摒棄。相反的，卻是思考它們能否收納至另一概念或途徑中，

一方面仍可為消解政府問題做貢獻，另一方面則與其他概念整合以

幫助克服頑強問題。基本上，這樣的發展反映出從公共行政所延伸

的「治理研究」仍舊為德不卒。因此，相對於將關注放在政府及其

行政的問題上，我們如何面臨頑強議題才更應是焦點。也就是說，

若把治理的概念限縮在其與「政府主導」的比較，顯然將只是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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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撐出一段有限旅程，而無法更延伸到處理未來由頑強問題所帶

來的挑戰及困境。簡言之，「從政府到治理」即是一種面對日益社

會複雜（increasing societal complexity）的回應（Rotmans and Loor-

bach, 2010: 148），因此治理概念本身需要演化，而實際上它也正與

其他研究領域如科技與社會研究等在共同演化，當中演化的關鍵節

點就從頑強問題後設的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認識開始。

參、「複雜系統」做為新治理的基礎背景

根據歐洲環境組織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以下簡稱

「EEA」）在 2017年所發布的《永續轉型多樣觀點》（Perspectives on 

Transitions to Sustainability）報告指出，EEA是在 2010年出版每 5年

所提的《歐洲環境報告》（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State and Out-

look）時，第一次使用了系統挑戰（systemic challenges）這一概念。

它指出歐洲的環境挑戰時，應採系統（systemic）的概念觀照，也

就是歐洲環境的相關議題以複雜緊密的方式，連結了現存強有力的

經濟、科技及社會系統，而這使得歐洲環境挑戰伴隨難以變革的結

構，進一步導致如何減壓環境承受的工作非常不易達成（EEA, 2017: 

6）。此處的系統一詞意涵在於強調脈絡性，故用 systemic一字，指

涉政策鑲嵌在更廣的社會脈絡過程中，而有借多元參與建構目標及

方法、沒有所謂最終目標而追求不斷學習及調整等特質；但不是指

策略系統性（systematic），僅強調政策內容範圍內的系統性，著重特

定目標達成及權力操控⋯⋯等。不過兩者間有疊合關係，後者可被

應用至前者的一部分具體措施中，就治理概念來說，兩者都重要，

但視野位階不同（Ison, 2010: 160-161; Ison, 2016）。基本上，本文所

用系統一詞，除有特別說明，都是指 systemic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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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將系統觀應用至政策網絡後，EEA建議除要先告別

現存治理結構衍生的漸進調整政策外，還要積極用整合的途徑同時

面對歐洲環境及健康的問題，並配套體制性變革如綠色經濟轉型。

唯有如此全面審視，才是面對歐洲環境挑戰的正辦（EEA, 2010; 

2017: 6）。EEA在 2010年後接連幾年的官方報告除了持續引用系統

概念外，也開始強調治理的可行及可欲性，並橫向整合相關議題，

再加入「轉型」機制的建立等內涵（Bruyninckx, 2014; EEA, 2010; 

2017）。

其實，在 EEA之前，主要以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歐美國家所
組成的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
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OECD」）更早地利用系統概念提
出專案報告，不過它主要是與「風險」概念聯繫起來。基本上，所

謂系統一詞除了蘊含複雜（complexity）的特質外，還有相聯性（in-
terconnectedness）、不確定（uncertainties）、模糊性（ambiguities）及
非線性因果（non-linear cause effect relationship）等，而這幾個特性
很可能會使得系統內的組成構件（components or parts）若有單一或
若干故障或失靈時，即會發生傳染的現象，進而導致整個系統的失

效、停擺，甚至崩潰，如金融危機（OECD, 2003）。基本上，這樣
的風險難以由單一部門（如政府）處理，並需要多部門像是產業、

學術及市民團體等的共同合作及整合才有機會避免。此外，這種風

險不只影響單一國家或區域，更有可能導致全球性動盪，而社區或

個人也往往難免受牽連。若系統風險發生，接著將會導致經濟、社

會或政治體系的變遷（change）。不過，當時 OECD並未進一步地
討論變遷的過程及之後的樣態，也就是還沒發展出轉型的理論性架

構（張國暉，2018）。
不單 EEA及 OECD等國際組織，包括歐洲學界也肯認系統

概念的有效性，並從事相關研究。首先，一部分的學術研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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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OECD的見解，而從系統風險的角度出發，並較大規模地研究

非歐洲的鉅變事件。歐洲學者如奧爾特溫・雷恩（Ortwin Renn, 

2008; 2016）、雷恩等（Renn et al., 2011）及高夫曼和史考特（George 

Kaufmann and Kenneth E. Scott, 2003）等即是對幾個事件的觀察及分

析，如裏海沙漠化、全球金融危機、福島核災等，而發現它們需要

新概念加以詮釋及理解。這些學者多肯認以系統風險的新分類來跟

過往的傳統風險（如單車失竊、大腸桿菌感染）及新興風險（如瘧

疾傳染）做區別（張國暉，2018）。

其次，如同 EEA的系統挑戰概念，許多學者也再從系統風險

延伸發展出轉型的概念，轉型並成為系統風險的充分要項之一。以

抽象或規範性的界定來說，「所謂系統風險就是一種使某均衡狀態

轉型成另一均衡狀態的風險，這樣的轉型進一步連結許了多相關

機制的改變、強化及調整，因此均衡狀態的改變多是難以倒回的

情形，因此這與所謂貼近最適均衡的改變過程不一樣」（Hendricks, 

2009）。再進一步來說，轉型是指非線性（non-linear）的社會變遷

過程，而這過程中整體社會有系統性的轉變（張國暉，2018）。

肆、從「認識」複雜系統到
「導引」複雜系統的「轉型」

更精確來說，所謂另有一部分學者較靠近 EEA路線的意涵，
係指他們著重在用系統概念檢視現有體制及未來需求的挑戰，而思

考如何做長期性的治理策略。因此，兩條路線的分歧點可由此觀察

得到。亦即，當 OECD將系統與「風險」聯繫時，這另一部分的
EEA研究則是較傾向將系統與當前「體制」的問題或挑戰聯繫起
來，而主張我們可如何邁向未來發展目標。具體來說，後者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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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已多被肯認為「永續（sustainability）」，但該目標既非可完全

透過計畫實現，也不應任由無作為而期待自然發生。
1

換言之，這一部分研究的學者們主張，無論是透過政府由上而

下的主導或尊重市場自由機制安排，都會面臨難以克服的問題，而

不會是達成永續目標的治理方式。因此，他們另尋新治理途徑以達

成永續，而這途徑即是轉型研究。它要透過短期的創新網絡建構，

而達成長期轉型以接近永續目標；前者是處方性，而後者則是規範

性（Loorbach, 2010: 162-163）。若簡要對照，當一部分學者從系統

風險概念發展，然後重新建構所謂風險概念並予治理時，另一部分

從永續目標出發而延伸至轉型研究的這一路線，反將系統問題或挑

戰作為背景環境的脈絡。轉型研究的意涵就在處理現代社會中的頑

強問題，追求永續轉型目標，期望在長期（至少一個世代 25年以

上）及具反身性的緩進變化後，得到基進（radical）、非線性、結

構性的社會變革（張國暉，2018；周桂田、曾玟學，2017: 5-8）。

其實，EEA並不是轉型研究的最先驅。轉型概念約在 1990年

代末就在歐洲及美國出現，但當時只被當作一般性概念用詞，而沒

有發展成理論。不過，2000年之後，特別是位於荷蘭的學者們從

事了將轉型給予理論化的研究，
2 更重要的是，荷蘭政府也有具體

1 何謂永續的意涵，頗為紛雜，可參考（Mesjasz, 2016）。
2 不過，轉型研究做為一個新興學術領域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即是不同學者對
其內在學術範疇分類上的分歧，使範疇界線仍有較模糊空間，並且也較不穩

定。亦即，當不同主要學者在回顧轉型研究領域時，雖然對應納入哪些內容

較易取得共識，但對於分類的方式及界線常有不同見解。因此，除了以上這

四個面向的說法外，就目前較具體且較主流的轉型研究之理論途徑分類來

說，除了前述轉型管理仍得獨立自成一格外，另有多層次觀點、策略利基管

理及技術創新系統等共四個分支的說法（Markard et al., 2012）。此外，另有
約翰・格林（John Grin, 2016）及烏里克・約根森（Ulrik Jørgensen, 20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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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理論做為具體的政策指引，特別是在能源轉型的案例上（Kemp, 

2010: 298-311; Loorbach, 2010）。

以下圖 1簡要說明了第貳至肆節中，從 1970年代迄今相關概

念的發展脈絡。其中，治理背景從以政府本身為問題及解方核心的

不可治理性，轉為需要以系統概念檢視的脈絡性頑強問題。最大的

虛線方框內表示廣義的治理研究意涵，其中主要包含了政府研究、

以美國為首的新公共管理及以歐洲為主的多元治理等三途徑，它

們約從 1980年代起分別興起，彼此間雖有相當不同，但也互相支

援。不過到了接近 2000年時，主要從歐洲發展起的轉型研究及風

險治理先後興起，試圖對抗從 1990年代以來所認知的頑強問題，

這兩者除了接收治理研究的資產外，還有其他相關領域，如圖內兩

個較小虛線方框所指的科技研究及創新研究等。再者，科技多面性

除了是治理必須仰賴的工具之外，也帶來如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 1992）所稱的政治內爆（political implosion）。亦即，科技常

同時解決問題及製造問題，且製造出來的新問題很有可能具爆炸性

的威力而使治理體系崩潰，而這些科技多面性同為風險治理及轉型

研究的基本內涵。3

在分類的不同見解。不過，他們彼此之間的看法也非南轅北轍，多僅是類型

上的形式定義不同，除了有小部份針對最新發展內涵而出現分歧看法之外，

其他並未有實質上的顯著差異。由於篇幅限制，本文無法對這些分類及個別

面向、分支或途徑等一一詳細介紹。簡要來說，它們都是為轉變系統而研發

出來的新治理途徑。
3 例如運用資通訊科技可幫忙解決勞工短缺及工作效率停滯的眾多問題，但
它自身也為社會帶來資訊安全的難解問題，後者甚至導致比前者更嚴重的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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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從治理研究到風險及轉型治理概念演進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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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做為導引系統變遷的轉型治理

一、轉型治理所關心的問題

無論將系統風險、問題或挑戰等認識為原因、背景、趨勢或脈

絡，前述概分為「風險」及「轉型」的兩條研究路線，其實都指向

新一代的治理需求。這樣的需求不只出現在不同層次政體，還有私

人公司或非營利團體等組織。對一開始即把「轉型」作為焦點的學

術研究，也就是特指位於荷蘭的轉型研究學圈來說，轉型的研究問

題有以下幾個：1.試圖指明甚麼可稱為轉型？ 2.有可能管理或治理

轉型嗎？ 3.可能出現的轉型層次有哪些？（特別像個人或社區生活

型態的層次有可能嗎？）4.轉型有反身性的可能嗎？（也就是轉型

時，有沒有可能自我批判檢討？）（Kemp, 2010）。基本上，前兩者

是目前轉型研究範疇的大宗及核心（張國暉，2018）。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以法蘭克・格爾斯（Frank W. Geels, 2017）

為主而將科技與社會相互型塑的社會科技途徑（sociotechnical ap-

proach）藉諸多歷史案例說明何謂轉型。例如從英國的水上交通從帆

船轉型為蒸汽船的過程，或是美國的陸上交通從馬車轉型為汽車運

輸的情形，都可視為轉型（EEA, 2017）。這類的研究綜整這些歷史

案例，而試圖給予制度性解釋，並提出所謂多層次視角來解釋何謂

轉型（EEA, 2017; Geels, 2017; Kemp, 2010）。不過，在此值得進一

步提出來的是，MLP看似靜態解釋理論，但其實更企圖在給予制

度性理論後，進一步提出我們如何從歷史案例中學習到怎麼促發、

引導轉型，甚至在轉型過程中利用不同策略調適。也就是說，MLP

除了是一種歷史制度論觀點外，更可成為宏觀政策指引（張國暉，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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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第二個問題來說，所謂轉型普受肯認是可藉管理而獲

得的。它與MLP最大差異之一，在於後者多認為轉型是一種漸進

且持續的大尺度社會變革過程，但前者，也就是轉型管理，則認為

轉型除了有時是一種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漸進過程外，但

更可能是一種具目標導向而有計畫性藍圖的操作過程。簡單來說，

現存以資本主義及工業主義為精神的社政經體制，可以經由管理

的過程等公部門積極措施，而轉型至以永續為精神的體制（EEA, 

2017: 11）。不過，這裡必須提出來的是，轉型管理認為以永續為目

標取向是規範性且可欲的，但這些邁向轉型的措施，卻不是一種控

制性的。也就是說，經過營造後，轉型並不只是一種單向政策執行

或策略實施，而是一種與其他眾多機制相互溝通、理解及採取行動

的網絡過程。這一部分涉及了前述第四個反身性的問題。此外，

MLP與轉型管理在近年發展上，由於同時關注政策實務應用，兩

者常相互補充見解，而非彼此競爭（Loorbach, 2010）。

二、頑強的運輸部門碳排及空汙問題

以上轉型研究的理論說明及前幾節的背景脈絡，不免概念密集

度較高，若無實例分析則顯過於抽象。以下簡要介紹MLP如何對

轉型進行理解及提出政策建議，並嘗試將之應用在我國的脈絡。誠

如前述，能源轉型緊密扣連了當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種種頑強問題

如驟雨、旱災、升溫等，其中如何有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已是

國際公認減緩氣候變遷衝擊的重要方法。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有

25%來自電力及熱生產部門，農林及土地使用部門占 24%，工業

部門 21%，運輸部門 14%，住宅 6%及其他 10%。其中，超過七成

的溫室氣體是二氧化碳（IPCC, 2014）。基本上，各主要國家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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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對應這些部門的相關政策以解決碳排頑強問題。
4 其中，格爾

斯以MLP分析了英國運輸部門的低碳轉型，我們或許可藉此個案

將轉型研究的諸多概念鋪陳在實際案例中。此外，更重要的是，本

小節也將藉MLP探索台灣的燃油機車政體轉型。

基本上，MLP有三個分析層次：利基創新（niches,簡稱創新）、

社會科技政體（socio-technical regimes,簡稱政體）、外生社會科技地

景（exogenous socio-technical landscape,簡稱地景）。這三個層次分別

由低而高而顯示結構化差異，三者的發展受彼此影響。在各層次的

定義上，首先，MLP所指創新是基進的，可能由實驗室或市場洞見

者提出，而與現存政體的科技或解決方案有澈底差異，這些創新是

系統變遷的種子。它們當中只有少數能獲得生存，更小部分能再經

時間試煉後取得動量（momentum），也就是慢慢能被接受，並塑造

新的制度規章或獲得社會其他部門注入資源。
5 
此外，必須注意的

是，利基創新也不是指所謂破壞式創新，主要是因為後者常指單點

突破，改善舊方法，而沒有前者具有影響至政體及地景改變的能力

（Geels, 2018）。其次，政體包含現存的制度規章、實作、消費者及

市場等，而在政體中的現存科技或解決方案就是與當前制度相合，

並獲得生存及成長的優勢。它們也會有改變或改善，但稱不上是基

進創新，而頂多只是漸進的。基本上，這些改善與政體之間的關係

4 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CH4）及氧化亞氮（N2O）等，可依其將造成的不同
暖化程度而分別轉換計算相當於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使 GHG總量得以用二
氧化碳做為同一單位計算出所謂碳排當量（CO2 equivalent, CO2e）。本文所
指碳排數均指碳排當量。

5 當大型科技系統的建構歷經發明、發展、創新、移轉、風格、成長競爭及
鞏固等階段，自浮現到穩定而生產「動量」時，將如物體在擁有動能後而

繼續原有的軌跡（trajectory） 往特定方向移動，而具能動性去塑造社會（但
非決定性）（張國暉，2017: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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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相互鎖定（locked-in）或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概念來

表示。最後，地景則是外在環境趨勢（如氣候變遷及石油衰竭），但

也有社會文化面的脈絡如政治意識形態及社會價值等，基本上地景

具結構性力量，個人、組織、甚至是更大的團體都難以撼動（Geels, 

2012: 472-473）。地景並不是指一種政體的外環境，因為政體本身就

鑲嵌在地景中，特別是MLP的政體意涵不只是政府政策，還包括如

圖 2所示的產業、文化、科技及基礎設施等。簡單來說，政體及地

景的核心差異概念在於結構化程度，而不是內外環境之別。

（一）MLP與英國汽車政體

格爾斯（Geels, 2012）指出為對抗碳排頑強問題，運輸部門中

開始有創新發生。其中，運輸部門中最大碳排源來自使用化石燃料

的機動車輛（主要來自汽車），而這同時也是英國最主要的運輸工

具（包含人貨載運量及次數），因此許多創新發生在這部分。格爾

斯分析英國已具有一種所謂的汽車政體（automobility regime），相

當穩固。然而，因低碳社會的地景逐漸興起並具有相當大的力量，

使得汽車政體在近幾年隨時間增加而出現鬆動，甚至在政體中型塑

出若干機會之窗（windows of opportunities），一方面挑動汽車政體
中現存政策、技術、工業製造商及新社會文化之間的穩定關係。例

如，低碳社會地景壓力促使政府制定越趨嚴格的碳排管制規範，民

眾也更關注自己可擔負的減排責任，而這些政策規範及民眾期望又

促使汽車製造商在減排科技上增加研發資源。另一方面，這些窗戶

之所以稱為機會之窗，主要是因創新者獲得興起及成長的機會，進

而擾動、改變甚至破壞現存汽車政體，最後再另行創造出新的政

體。
6 這些創新包含電動車、資通訊科技、新型態公共運輸解決方

6 機會之窗概念頗為普及，除常見公共政策領域外，也常用在商管或區域規
劃等。因此，其定義具一般性。本文所提的機會之窗概念也是常見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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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多數這些創新與新科技有關，然而也有管理上的創新，但大

部分的創新都同時包含了科技及管理的元素，只是比例有所不同。

經過格爾斯（Geels, 2012）的分析，英國的現存汽車政體仍相

當穩固，但機會之窗已越來越明確。雖然目前的創新仍無法帶來足

夠動量撼動既存政體，但可看出來有關綠色引擎及資通訊技術的創

新具有較大較持久的潛力。整體來說，格爾斯對於英國汽車政體的

轉型仍處早期，尚無樂觀期待的跡象。經宏觀性的MLP分析後，
他建議英國應積極刺激更多創新浮現，並在政策上採行更大的變革

以回應地景壓力，藉此擾動其與政體中其他關鍵成分，如與汽車製

造商或工程學術界之間的關係，像是提出碳稅、碳交易的管制性政

策。不過，他也建議創新鼓勵應優先於新管制政策，畢竟由創新衍

生出的政體重構才是MLP的理論指引正辦，如此也才能整體地回
應低碳及石油衰竭地景的長期趨勢。

（二）臺灣機車政體

整體來說，臺灣從 1990年 至 2017年的碳排當量成長了
106.48%，最近從 2016年至 2017也還繼續成長 2.49%，人均排放
量進入全球前 20名，而我國的二氧化碳占溫室氣體的比例更高達
95.21%（環保署，2018）。此外，自 2015年底巴黎協定公布並於隔
年底生效後，已加速要求各國減少碳排，而我國也對該協定自主承

諾，並稍早於同年 7月公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應對。因此，高
碳排可說是我國正面對的頑強問題之一。

性定義：在一定期間內，某些行動將有機會造成特定效果，但若時間過了，

窗戶就關了，而期望達成的效果就不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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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趨勢相比，臺灣運輸部門的碳排當量比例占 13.10%，
非常接近世界平均的 14%（交通部，2018b: 1; IPCC, 2014），因此
我國政府也在這方面投注相關政策，而社會各界也關心如何降低運

輸碳排。然而，跟前述的英國相比，臺灣雖也有汽車政體（同時也

是以小客車為主體的汽車政體，近 30年來都至少占 80%以上的汽
車數，且逐年升高，並在 2017年達最高峰的 85.1%，如表 2），但
我國規模更大且更穩固的卻應是機車政體。根據表 2，2018年底，
臺灣每百人汽車數是 34.1輛，但機車則高達 58.7輛，全國平均不
到兩個人就擁有一臺機車，每戶擁有 1.58台，在 2011年以前時，
每百人機車數更超過汽車數一倍以上（內政部，2018；交通部，
2018a）。此外，若以年度運具次數來看，2016年時機車約占整體
的 48.0%，而自用小客車只約 24.8%，僅餘不到 30%由步行、各種
公共運輸、計程車、自行車等其他運具所占分（交通部統計處，

2017a: 14），可見機車運輸在我國的普遍性。

表 2 近 30年公路機動車輛登記數

年度 汽車數
小客車
數

小客車
占汽車
比例

機車數
每百人
機動車
數

每百
人汽
車數

每百人
機車數

1992 3,618,946 2,900,042 80.1% 7,649,308 54.2 17.4 36.8

2000 5,599,917 4,716,217 84.2% 11,423,172 76.4 25.1 51.3

2010 6,876,515 5,803,413 84.4% 14,844,932 93.8 29.7 64.1

2011 7,053,082 5,960,088 84.5% 15,173,602 95.7 30.4 65.3

2018 8,035,720 6,845,711 85.2% 13,835,520 92.7 34.1 58.7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2018）、交通部（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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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我國運輸部門的最大宗碳排來自公路系統，約

占 96.08%，遠高於其他如軌道（2.12%）、航空（0.70%）及水

運（1.10%），其中機車占公路系統雖僅約 12%，不若小客車所占

的 51%，但仍僅次於小客車及大貨車而位居第 3（交通部，2018b: 

2-3）。不過，除了碳排之外，臺灣巨大的燃油機車政體還帶來空汙

頑強問題，目前碳排及空汙可說是一體兩面的議題，不宜僅同英國

汽車政體般只關注碳排問題而已。首先，以公路系統為主的移動源

占有我國約 37% 的 PM2.5（直徑小於或等於 2.5微米之細懸浮微

粒 (particulate matter 2.5)）濃度影響比率，當中的 13.24%來自機

車（交通部運輸委員會，2018: 2-4）。其次，由於舊式機車的汙染

物高出汽車許多，例如二行程機車所排放的 PM2.5是所有公路運

具中最高、碳氫化合物高達四行程機車的 18倍及一氧化碳約 2倍

等（經濟部工業局，2018: 1-2；交通部運輸委員會，2018: 2-55），

且 2009年前尚未禁售的化油器引擎機車所排放致癌物「多環芳香

烴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明顯高於較

新型的噴射引擎機車（交通部運輸委員會，2018: 2-21-22），使得不

僅數目龐大的機車騎士在通勤時須面對比汽車駕駛數倍高的 PM2.5

及 PAHs威脅，連一般步行者、自行車騎乘者及搭乘公共運輸者也

常直接面臨機車排放物所造成的高度健康風險（交通部運輸委員

會，2018: 2-32）。因此，如何抑制機車氣體及物質排放不只成為我

國邁向低碳社會的關鍵問題，也是重要的健康問題。以MLP的觀

點分析，雖然機車所占的運輸主要性，使其政體不只穩定、更是強

健（若跟前述英國的汽車政體相比），但近年的發展卻有若干新興

創新打開機會之窗，其中電能機車很可能有機會撼動這個政體，進

而使機車所帶來的碳排及空汙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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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電能機車主要是從 2009年起環保署實施第五期排放

規範（禁售僅符合第四期規範的燃油機車），企圖以電能機車取代

50CC二行程機車後開始發展，經濟部跟著在 2011年將電能機車納

入產業發展重點項目，因此約從 2010年起才始有較具規模的新增

電能機車出現在市場上，隨後一路攀升（經濟部，2017: 4-5）。從

表 3中幾個數據，足可說明電能機車的幾個快速發展趨勢：

1. 雖然從 2010至 2014年電能占比低至 1%左右，且後 4年還

呈現下滑趨勢，但從 2015至 2018年期間，幾乎每年都翻倍

成長。

2. 2018年當中逐月成長的趨勢更為明顯，接近年底時的 10月

份新掛牌電能機車已超過萬臺，並自 9月起突破 10%的占

比，拉抬全年度接近至 10%。

3. 單單 2018年 10月份的電能機車數量已相當接近 2015年整

年掛牌數。

4. 若依此趨勢觀察，未來成長幅度比政府預期更加急速，因為

據經濟部（2017）推動目標，希望從 2018至 2022年的 5年

期間新增 22.6萬輛，其中 2018年本預期達成 3.6萬輛，但

2018年底前即已實際新增 8.2萬輛，超過預期一倍以上。

此外，我們也能從表 3中發現，機車政體還在成長中，因為若

與表 2比較，雖然可發現歷年機車登記數自最高峰 2011年以後逐

年遞減，每百人機車數從 65.3降至 58.4，但是從表 3中仍可看出

汽油及電能的新增掛牌數幾乎仍都在成長（2017年底前主要因為

實施更嚴格的機車六期環保法規，自 2018年起禁售五期車款，致

新增掛牌數暴增至近百萬輛，2018年新增總數已降至比 2016年低

近 6萬輛的情形），因此機車政體可說還是相當強健，但因電能發

展趨勢而使其內涵有轉型的可能，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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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 10年新增掛牌機車數及比例按汽油及電能燃料別分

年度 汽油 汽油占比 電能 電能占比

2009 約485,397 約99.99% 27 約0.01%

2010 約427,941 約99.29% 3,061 約0.71%

2011 約525,166 約98.58% 7,563 約1.42%

2012 616,257 98.65% 8,450 1.35%

2013 660,752 98.93% 7,160 1.07%

2014 660,539 99.24% 5,077 0.76%

2015 695,156 98.44% 11,048 1.56%

2016 831,498 97.55% 20,915 2.45%

2017 955,554 95.59% 44,100 4.41%

2018 772,914 90.36% 82,483 9.64%

2018年1月 65,070 94.49% 3,796 5.51%

2018年2月 44,129 91.80% 3,942 8.20%

2018年3月 75,244 93.08% 5,590 6.92%

2018年4月 54,146 91.93% 4,755 8.07%

2018年5月 65,141 91.99% 5,669 8.01%

2018年6月 62,733 91.01% 6,194 8.99%

2018年7月 72,871 91.03% 7,181 8.97%

2018年8月 65,161 90.44% 6,888 9.56%

2018年9月 71,912 89.89% 8,088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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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汽油 汽油占比 電能 電能占比

2018年10月 63,085 86.09% 10,192 13.91%

2018年11月 52,728 84.49% 9,682 15.51%

2018年12月 80,694 88.48% 10,506 11.52%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2018a；經濟部，2017: 5；交通部公路總局，
2011。2012年之前因交通部無分燃料別資料，故僅用公路總局
及經濟部的資料做推估，汽油類別中的數目含柴油、液化石油氣

等其他燃料別，但這些數量不多，以2012至2014年來說只分別
共有24、42及28輛。2015年後除汽油及電能外，就沒有其他燃
料別的新增掛牌機車。

（三）MLP與台灣機車政體

借用MLP，我們或許更能宏觀檢視前述台灣機車政體的現況

及轉型可能，也進一步提出若干政策建議。在宏觀檢視方面，可藉

改編MLP轉型圖而較清楚地分析（如圖 2）。

表 3 近 10年新增掛牌機車數及比例按汽油及電能燃料別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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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燃油機車政體轉型的 MLP分析

資料來源：Geels (2012: 474)。

說明：作者改編自Geels (2012: 474)。

16 
 

圖 2  燃油機車政體轉型的 MLP 分析（作者改編自 Geels (2012: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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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社會及產業轉型的地景趨勢

首先，地景脈絡的兩個趨勢應有低碳社會及產業轉型，這與前

述英國以前者為主的地景不同。我國機車政體之所以有該二地景趨

勢，除主要來自前述約從 2010年以來的國內環保及國際氣候變遷

趨勢外，更還有 1990年代以來普遍存於政府及社會所共有的產業

升級焦慮。基本上，兩者都已先後共同出現在近年不同政府的施政

主軸，並成為產業經濟學及發展社會學等學術界常見研究議題，有

關產業升級的焦慮更可向前推至 1990年代，且其迄今的討論不僅

難謂衰退，更可說是加強。
7 本文認為，這兩個地景脈絡都相當重

要，我們也可從經濟部（2017）及經濟部工業局（2018）報告中明

顯察覺。

2. 關鍵的電能機車之利基創新

根據MLP原型，地景脈絡除了會影響政體打開機會之窗外，

也會促發利基創新的發生，不過這兩方面都是間接關係，如圖 2左

半部兩條虛線所示。面對現存燃油機車政體，這兩個地景條件已促

發了包括電能機車在內的幾個不同創新。經綜合官方報告及其他相

關文件的分析，目前可能有表 4所列 6個主要的創新（但不見得是

基進的利基創新）正在浮現及發展中，它們不盡然都能打進機會之

窗，但有幾個已經相當接近窗戶附近了，特別是重型電能機車及電

能機車共享服務。這裡必須說明的是，根據MLP理論，對應現存政

體的各種創新不盡然都與該政體的科技解決方案接近。例如，前述

為應對低碳地景而應對英國現存汽車政體的創新包含有公共運輸服

務及資通訊技術等，而不見得都是有關汽車的創新（如電動汽車或

混合動力汽車等）。因此，就本文所分析的現存燃油機車政體來說，

7 近年有關臺灣產業升級或產業政策的學術論著頗多，且引起各界諸多重視，
這些研究如瞿宛文（2017）；王振寰（2010）；林惠玲、陳添枝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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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前述兩項地景條件，有關自行車共享服務及軌道公共運輸也

應屬其中，因為它們的拓展也有大幅降低燃油機車需求的可能性。

表 4 關鍵創新概要

創新
對轉型至低碳社會的

貢獻
對產業升級的貢獻

輕型電能機車  
（利基）

符合較小部分的一般

機車使用者需求，而

由燃油改換電能，降

低移動汙染源數量及

碳排

機車製造產品及服務供應鏈（如車輛

維修、新能源產業等），但較有限

為電能機車共享服務提供車輛

開拓國外消費及供應鏈市場，但較

有限

吸引遊客使用，提升觀光附加價值

重型電能機車 
（利基）

較符合多數一般機車

使用者需求，而願意

由燃油改換電能，降

低移動汙染源數量及

碳排

較符合大宗運輸服務

業者需求（如郵遞、

餐飲業及公務使用[如
警用]等），而由燃油
改換電能，降低移動

汙染源數量及碳排

目前所配備及未來可

發展的智慧系統能使

城市交通效率優化，

進而減少碳排

機車製造產品及服務供應鏈（如車

輛維修、新能源產業等），附加價

值潛力較高

資通訊產品及服務供應鏈，附加價

值潛力較高

智慧城市數據蒐集、分析及系統建

置，帶動相關產業供應鏈，附加價

值潛力較高

開拓國外主要消費及供應鏈市場，

附加價值潛力較高

吸引遊客使用，提升觀光附加價值

電能機車共享

服務（利基）

降低燃油機車及汽車

需求

降低整體機車需求

量，減少因製造及維

護的碳排

產品及服務供應鏈，附加價值潛力

較高

資通訊產品及服務供應鏈，附加價

值潛力較高

開拓國外主要市場，附加價值潛力

較高

新型運輸服務商，附加價值潛力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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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對轉型至低碳社會的

貢獻
對產業升級的貢獻

自行車共享服

務（非利基）

降低燃油機車需求，

但有限

降低公共運輸，如軌

道及公車的需求

降低整體機車需求量，

減少因製造及維護的碳

排，但相當有限

自行車製造產品及服務供應鏈

新型運輸服務商

軌道公共運輸 
（非利基）

降低燃油機車及汽車

需求

降低整體機車及汽車

需求量，減少因製造

及維護的碳排

軌道系統製造及服務供應鏈

引擎排氣技術 
（非利基）

降低燃油機車的碳排 機車製造及服務供應鏈

符合最新管制規範，開拓國外市場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2017）、經濟部工業局（2018）及作者分析。

在公共運輸部分，我們可從交通部統計處（2017a: 28-31）數

據得知，臺北市運具次數中的私人運具市占率全國最低，只有

39.6%，大幅低於全國平均的 70.6%，其中機車約占 25.1%（全國

各縣市最低），而臺北市的公共運輸市占率達 47.6%，遠高於全國

平均 19.5%，顯見燃油機車政體在台北市受到公共運輸服務的壓縮

（如圖 3）。然而，自行車運具方面（與步行合列圖 3的屬非機動運

具類），從前述交通部統計處（2017a; 2017b）資料觀察，近 10年

並未有明顯變化，甚至有從 2009年的 5.6%降低至 2016年的 4.1%

之情形，雖然自行車共享服務近年多在城市布建，但在像是臺北市

及新北市中的整體占比也無明顯貢獻，2016年時也分別只有 4.7%

及 3.0%（交通部統計處 2017b: 4; 2017a: 28）。此外，除了李宗義、

徐健銘（2016）爭論台北市的排碳並未隨公共自行車數量成長而降

低之外，賴淑芳（2014：27）更指出公共自行車的出現以取代捷

表 4 關鍵創新概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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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62.3%）、公車（53.1%）、走路（32.1%）為主，接著才是機車

（27.9%）（複選）。因此，總的來說，自行車共享服務之創新並未撼

動燃油機車政體，也無法有效減低碳排，難說自行車共享服務是對

燃油機車政體的利基創新。另外，有關引擎排氣技術的提升，固然

能對低碳轉型有貢獻，不過它基本上應屬燃油機車政體內的發展，

可能僅是圖 2燃油機車政體中的某一淺灰箭頭。

圖 3 2016年全國、六都及台北市各式運具次數比例

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統計處（2017a: 28-31）。

因此，基本上，面對著當前地景需求而向現存燃油機車政體挑

戰的基進創新應屬表 4的前三項，不過目前看來它們之間的影響力
由大至小應是從重型電能機車到電能機車共享服務，再到輕型電能

機車。我們可從圖 4發現自 2012年以來，輕型成長趨勢平緩，且
其占整體數量由 2012年的 98.8%大幅降至 2018年的 11.23%，從
2016年以後的總體電能機車成長明顯改由重型貢獻。此外，值得注
意的是，重型電能機車幾全由單一廠商睿能公司供應，以 2018年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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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全國總計 72,122輛，睿能即有其中 72,066輛，占整體重型電
能的 99.9%（交通部，2018a）。睿能所提供的重型電能機車相當符
合MLP所指的利基創新之意，且相當有潛力在現存燃油機車政體
中創造出機會之窗。至於電能機車共享服務方面，國內現有一廠商

自 2016年底起開始逐步在台北市提供服務，至 2018年底時擴及全
市，目前該服務至少有 1,500量台輕型電能機車，據稱是亞洲第一
個機車共享服務商（INSIDE, 2018）。由於它與輕型電能機車、自行
車共享服務等的創新相互提供支援，例如吸收共享自行車服務經驗

（吳靜芳，2018），其發展模式及成長速度也正在機會之窗附近。

圖 4 近年新增掛牌的重型及輕型電能機車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2018a）。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總計 8,450 7,160 5,077 11,048 20,915 44,100 82,483 
重型 4 9 1 3,896 13,066 36,085 72,122 
輕型 8,446 7,151 5,076 7,152 7,849 8,015 1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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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燃油機車政體轉型中？

以上從MLP分析燃油機車政體及其面對的利基創新挑戰，較

屬靜態面。我們不免想問MLP除了給予大環境現象的宏觀觀察之

外，能否再提供一些政策建議？我們應可從圖 2的燃油機車政體層

面作為觀察重心，而有以下幾個重點。

首先，在MLP原型及英國汽車政體MLP中，政體對利基創

新的影響都被認為屬間接性質，而在圖中以虛線表示，但本文認為

台灣燃油機車政體對在地創新的促發卻是較為直接，而應以更密集

的虛線表示。這主要是有以下幾個因素：(1)政體中的政策行動者

除了仍提供穩固的燃油機車政體相關規則或制度的制定及維持等之

外，也開始在受到低碳社會地景影響後，跟隨燃油機車政體已施行

的制度或規則模式，而另積極提出電能機車的制度或規則，利用制

定所謂「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規範（Taiwan E-scooter Standard, 

TES）」的標準檢驗制度，挪用較為成熟的燃油機車相關檢測機制

及規則等（經濟部，2017；經濟部工業局，2018），但值得注意是

這樣的積極也來自產業升級的地景壓力。(2)官方在利用現存燃油

機車政體及其他相關技術政體（如共享自行車服務及資通訊技術產

業等）之經驗，開發電能機車的產品外銷及共享服務的商機，而這

也有來自產業升級地景的影響。(3)還有其他政體行動者給予實線

般的諸多實質影響不容忽視。其中，就像政策行動者一般，文化脈

絡中的一般行動者在支持燃油機車政體所帶來的便利及廉價優勢之

外，也溢出了諸多壓力或期望來刺激利基創新的出現，例如期望減

低對在地環境的衝擊，包括減低空汙及噪音等，進而表示供應更多

的影響力而加密了虛線。

其次，在原MLP模型的設想中，利基創新是從無到有的基進

科技或解決方案，然而我們在臺灣可能從燃油轉型至電能機車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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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中，卻發現原初的重型電能機車創新團隊「睿能」主要來自

另一項科技政體的機會之窗。剛開始時，睿能的核心團隊出自宏達

電，而嘗試將資通訊科技的要素引進電能運具及系統服務中。相當

程度來說，電能機車已經跳脫專屬運輸工具功能，而加入許多智慧

化的服務，例如蒐集及分析運具使用狀況的資料，並有拓展至蒐集

及分析相關基礎設施的種種潛在數據。換言之，電能機車的未來有

諸多新服務潛力可被開發，進而優化現存交通運輸系統的效能，甚

至帶動系統的轉變，然後再創造出新的機會之窗。因此，這裡的政

策意涵在於新的機會之窗未來可能因電能機車政體的發展、甚至穩

固，而在相接近或有關聯的其他現存政體中被打開，進一步再出現

連鎖效應，就如同資通訊的機會之窗引發了重型電能機車的基進創

新般，只不過後者難預料，但前者或許未來將有跡可循，使我們現

在可預先籌備相關政策預為因應。因此圖 2與MLP原型圖相當不

同的部分，在於時間軸下表示其他相近政體的改變性創新，可能會

變成另一政體的基進創新來源脈絡。

第三，從睿能自 2015年 7月開始銷售重型電能機車以來，雖

然時間仍不及四年，但誠如表 3及圖 4所示成長迅速，其除了如前

所述與政府政策間彼此磨合及協調之外，它也在業界創造出科技動

量。睿能的系統除了從 2016年起陸續受德國、法國、日本及西班

牙廠商青睞，分別在柏林、巴黎、石垣島及馬德里推出該系統的電

能機車共享服務（楊明方，2018），並還獲得國外財團注資之外（王

莞甯，2017），更關鍵的科技動量展現在國內機車製造產業上。若

干對重型電能機車也有興趣的傳統燃油機車製造商，也逐漸受影響

而加速以往過於躊躇的步調。然而在此期間因睿能的高速成長也讓

這些製造商有新問題，亦即是否應加入其已與相關廠商協力建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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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系統如換電系統、電池規格及換電站設施等。
8 其中更大的壓

力來自政府（包括中央、地方及國營事業等）與睿能開始更密集協

作，進而鼓勵／誘導其他傳統製造商加入睿能的能源服務系統（王

莞甯，2018；陳瑞霖，2018；陳冠榮，2018）。整體來說，對於傳

統製造商來說，無論加入睿能與否都有明顯優缺點，而這就是科技

動量的現象。目前已有不同的主要廠商對睿能的系統說不，開始自

行建置其電能系統，但也有幾個重要廠商將和睿能合作（陳冠榮，

2018）。

第四，雖然政府政策如前述承接地景壓力，並直接或間接地開

創環境鼓勵創新，但從MLP所內含的科技動量意涵來看，當前政

府的判斷及相應行動可能已經遲滯、甚至落後於電能機車發展的趨

勢。例如，姑不論前述經濟部（2017）原訂隔年的推動目標（3.6

萬輛）已大幅低估實際增量（8.2萬輛）（陳英傑，2018），我們再

看到即便接近 2018年末時交通部（2018b）設定從 2018至 2020年

三年間預期新增 12.1萬輛電動機車的目標都實在過於保守，而未

體認到科技動量的概念及作用，欠缺借宏觀的MLP做前瞻規畫，

頗令人憂心政府未來相關政策能否創造或維持機會之窗，進而促使

燃油機車政體轉型。

第五，以前述英國的例子來說，格爾斯（Geels, 2012）認為

政策資源應再加碼投入鼓勵更多新生利基創新的浮現及成長，否

則現存燃油汽車政體將難撼動，致使對未來由運輸部門轉型後再

8 這些系統內的要素結合除了需要科技之外，也可說是與社會所共同建構（so-
cially constructed），因為其之所以得在社會中被打造及生存的關鍵，除了系
統設備本身之外，更在於社經脈絡的營造與相互配合，彼此間成為所謂無縫

網絡（seamless web），例如美國、英國及德國的電力科技系統建構，其實更
是反應各國所自有的政治、地理及社經制度條件（張國暉，2017: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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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朝向低碳社會願景的貢獻相當有限。就此來看，我國看似

可參考英國的經驗而鼓勵更多新創重型電能機車系統出現，不過

以MLP原型來說，需要強調的是政策應更鼓勵表 4中基進創新的

「種類」，而非在某一創新中去刺激更強的市場壓力。當然，就這

部分來說，MLP並未進一步說明對單一基進創新的競爭發展提出

細部見解，或許這是未來MLP可加強的理論調整方向，特別是基

於台灣電能機車案例的分析。

以上藉MLP對現存英國燃油汽車政體及台灣燃油機車政體的

分析雖有相當篇幅，但主要仍是以提供具體案例簡介說明為目的，

有關後者的進一步探索實需另文研究，有若干重要議題例如電能機

車電池生產過程可能排放更多二氧化碳、淘汰後的電池可能帶來難

解的汙染問題、電能機車與電能機車共享服務間可能出現的競合、

電動自行車與電能機車的競合等仍待深究。換言之，本節的分析仍

有相當空間需要拓展，而且前述的爭論也有部分值得更深入的探

討，並蒐集更多的證據來支持。

陸、做為理解及因應系統變遷的風險治理

整體來說，前述轉型研究有其針對性，特別是將矛頭指向如何

克服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及能源轉型等方面的環境永續目標。這些

頑強問題固然也進一步聯繫了循環經濟、綠色金融等其他更深入的

經濟面頑強議題，但後者可說是比環境惡化還更長期的議題。也就

是說，由轉型研究所延伸的MLP或轉型管理是屬有特定範疇的新

治理途徑，其雖仍期待進一步的經濟轉型，甚至是政治轉型，但卻

是較為間接。然而，當今國際間及各國所面對的頑強問題已可說是

包山包海，因此就現實需求面來說，如何更快速地及普遍地減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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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各式各樣頑強問題所帶來的影響已有高度需要，而新興的風險治

理途徑在這方面提供了關鍵貢獻。

相對於從荷蘭開展的轉型研究，從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s）

角度切入，進而提出系統風險可以被治理的相關研究，則比較常見

在德國及鄰近國家如瑞士的學術脈絡中。除了為人熟知的德國學者

瑞恩外，他所領導的位於柏林近郊波茲坦（Potsdam）之高等永續研

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ustainability Studies,以下簡稱「IASS」）

及緊密聯繫的位於瑞士洛桑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以下簡稱「EPFL」）之國際風險治理協會（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 以下簡稱「IRGC」）等機構，近年來發展

許多制度性架構及實作方案，更也發展相關聯繫概念，如韌性、管

制等（IRGC, 2006; 2017）。基本上，系統風險鑲嵌在社會、金融及

經濟脈絡中，風險治理學圈企圖指出系統風險雖然難以捉摸、理

解、評估等，但仍能經由組織的自我檢視並予轉型後而將之治理

（IRGC, 2017）。這方面的研究，如 IRGC的報告，也在實際議題上

（如生醫、數位安全）給予政策建議，其中能源治理亦是主要課題

之一（IRGC, 2015a）。

相對於轉型研究學圈將頑強問題視為對手，風險治理學圈則

欲克服系統性風險。誠如前述，系統風險的最關鍵特徵在於不確定

性，難以預料它們所造成的結果為何？何時？何地？嚴重程度？連

結程度？複雜程度？⋯⋯等，甚至肯認無知風險的存在。這些無知

風險很可能受限於當前特定的知識與權力體系，例如由專家所建立

的知識，實際上很可能成為所謂「經濟發展承諾的科技體制」（the 

regime of economics of techno-scientific promises）的一環，僅能彰顯

特定價值下的風險知識，進而使無論是治理者或被治理者都欠缺偵

測風險能力，不自知地對之忽視（Felt and Wynne, 2007: 24-26;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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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周桂田，2015: 142）。雖然這些風險不必然都對組織帶來負面

結果，其中也會有若干正面影響，但風險治理關注在如何減緩、甚

至消解負面結果。風險治理是相當現實及組織導向的治理途徑，治

理期程並不若轉型研究般的相當長時間，雖然它也含括大區域尺度

（如國際組織、跨國合作及國家等）的治理單位，但諸多實例以國家

內及國際組織的應用為主。基本上，風險治理所發展出來的治理工

具能幫助組織面對更為多樣的風險，或說是「組織」的頑強問題。

為此，風險治理研發了結構性的治理架構、策略、步驟等作為工具。

以知名風險治理智庫 IRGC（2006; 2017）研發及修改了超過

十年的風險治理架構為例，如圖 5。這個框架有兩大面向，一為

位於右側的「理解（understanding）」，以生產相關知識為內涵，另

一位於左側的「決定（deciding）」則著重決策制定及執行管理。

一般來說，風險治理的流程是先理解後決定，但決策執行後所帶

來的結果（outcomes）將再進入下一輪的理解面向，因此形成圖

中最外圈所畫的箭頭進程圖像。在該箭頭圖像內，可在更細分為

四個治理階段，分別是 1.事前預測（pre-assessment）、 2.評價（ap-

praisal）、 3.特徵概念化及評估（characterization and evaluation）、

4.管理（management），其中第 3個階段同時含有理解及決策兩面

向的措施（IRG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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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IRGC風險治理框架

資料來源：IRGC (2017: 9)。

在事前預測階段的治理中，所從事的是問題框架、預警、組

織資源及功能掃描、科學知識的討論及共識形成等措施。在評價階

段中，則有災害框定、曝險及脆弱度的預測、可能發生風險的類

型化。在特徵概念化及評估階段中，則有建立風險履歷（理解面

向）、風險嚴重度判斷（理解面向）、做出風險理解知識結論及應變

選項的擬定（理解面向）、判斷風險承受度、接受度及制定風險減

緩措施（決定面向）等。在管理階段時，則有不同減緩選項的精緻

化行動方案擇定、方案實現、實現過程的監督與控制、方案實施時

的回饋管理等（IRGC, 2017）。

此外，另有一個跨階段（cross-cutting aspects）的考量是同時

處在前四個階段當中，也就是圖內最中心圓形所示的「風險溝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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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機制建立」（communication and stakeholder 

engagement context），這一項可說是風險治理的關鍵核心。其中，

風險溝通的議題分有「過程」及「內容」兩層面，各有側重的溝通

議題，缺一不可。例如，在治理溝通程序時，必須考量是否需要建

立特定的溝通機制幫助多方傳遞訊息？而在治理溝通內容時，則要

清楚羅列哪些風險事實及其接收方的接收程度等？（IRGC, 2017: 

27-28）。

至於有關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機制方面，則是依風險的特質從簡

單、複雜、不確定到模糊性的累積程度，而有不同的參與措施及應

邀集到參與行動者的多元程度。若這四特質都兼具的風險，除了受

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必須納入治理之外，外部科學家或專家、業界專

家及公民代表都需多元納入治理過程中，而溝通的範疇就須設定為

整個社會（IRGC, 2017: 29-31）。最後，另一值得注意的層面，則

是除了前述箭頭圖像所示的風險治理流程外，還須注意的是這四個

階段兩兩之間的互動及逆轉。例如，事前預測及評價等兩階段是互

動性的，而非直線性的單向流程而已。

基本上，以上對 IRGC風險治理框架說明仍顯粗糙，建議讀

者們直接參考 IRGC（2017; 2018）的報告，而有關無知風險的後

設理解方面則可參考楊智元、周桂田（2016）及歐陽瑜、周桂田

（2015），但因後兩篇論文屬風險治理的本體論探索，為與前述轉型

研究所專注的治理策略做衡平比較，故本文以前者實際途徑及方法

的風險治理框架為分析主軸。除了以上框架外，IRGC在這十多年

來也依相同的基礎，而針對不同部門及新興議題等研發了一連串的

應用分析及指引手冊（IRGC, 2013; 2015b; 2018; Renn and Walker, 

2008）。然而，這些架構及手冊或許適合德國、OECD國家、歐洲

組織、甚至是全球等脈絡，但仍不免引發過於規範性的憂慮，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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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指引手冊的研發上。因為這些手冊某種程度來說很像是機械操

作指引，階段流程明確及措施條列清晰（或也可說規範教條），散

發去人化的氣味，本文頗擔心其用在這些脈絡之外地區的可行性，

特別像是臺灣。

不過，筆者曾在 2017年曾參與由 IRGC及 IASS合辦為期一

週的風險治理細部指引研發工作坊，發現許多指引手冊的策略步驟

及措施確實已在 OECD所屬組織、跨國企業如瑞士的銀行業者及

雀巢公司、甚至是美國軍方組織等實作過，因此藉工作坊機會相互

交流風險治理的應對方法及經驗。在工作坊中，多數參與者即出身

這些組織，雖亦有來自英國及新加坡中央政府官員分享相關經驗，

但大部分的實例是從這些組織中發生，可見風險治理在這些組織中

不盡然只有規範性作用，更有實質影響力及應用潛力，而它們也確

有彼此相互學習的需求。因此，由於風險治理本即以組織為優先導

向，或許風險治理在臺灣的應用可先由下而上或由小而大的逐步嘗

試，或許未來可逐漸地帶來組織文化乃至國家文化的系統性變遷。

柒、結論

基本上，本文嘗試分析治理研究的興起、成長、貢獻及侷限，

而進一步帶出轉型研究及風險治理將之整合後並予取代。這兩個新

治理途徑目前也正蓬勃發展，各有巧妙擅長，然而也有呈現一些可

能的侷限之處，例如理論過於形式規範的質疑，需要進一步的釐清

及探討，並且另經本土案例的分析後，發現有若干理論性內涵可調

整及進一步探究之處。此外，從 STS的角度觀察，雖然風險治理

及轉型研究都強調了如何對「物」（如對付風險汙染物質等，或是

利用新科技物啟動轉型）的治理，但如何利用「物律」協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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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靖，2017），使其成為政府及非政府之外的行動者，這兩個途徑

並未觸及，而應有進一步探索空間。所謂物律，即例如不成比例

的旅館鑰匙圈，有效地幫助業者叮嚀房客將鑰匙記得歸還（Latour, 

1992;洪靖，2018）。9 
然而，做為新興研究理論途徑的風險治理及轉型研究，不僅

提供新概念、新方法及新實作，更還大膽支援規範性目標：永續發

展，實有我們值得注意的必要。長久以來，有關臺灣發展的相關研

究對過往的歷史理解及當前的經濟發展策略探索貢獻良多，特別是

臺灣的經驗研究更成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理論的

關鍵一環。雖然有認為該理論對當前及未來的臺灣仍有一定解釋力

及政策指引的說法，但也有認為該理論必須調整的見解。此外，更

有必須跳脫該理論的主張，而認為它的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本文

並未處理發展型國家理論應用在當前臺灣發展上的挑戰，但從歐洲

近年轉型研究及風險治理的趨勢來看，即便他們的理論及政策未必

適合臺灣脈絡，然而他們的經驗及研究仍相當值得關注。特別是近

年來，我國在環境及能源等議題上的走向都與永續的理念靠近，所

謂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頑強問題也在國內引起高度共鳴，並成

為我國優先的重大政策之一（方凱弘、陳宏興，2014；李明穎，

2014；許耿銘，2014；黃信勳、徐世榮，2014），因此歐洲的經驗

9 基本上，物律是政治性的，有時亦會被找來而鞏固或增強權力，謀取個人

或非公共利益。例如，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88）「提及一個 19 世

紀巴黎打造地鐵系統的爭議：由於當時巴黎市政府為社會主義者掌握，它

擔心當時幾個鐵道公司在未來右派贏得市長選舉，而掌控市內地鐵網絡興

建及營運，市政府遂將地鐵隧道大小設計成這些鐵道公司既有車輛都過不

去」（張國暉，2017: 121-122）。「市政府將其聯盟對象從法律及選舉，改為

石頭、土壤及水泥」（Latour, 1988: 36; 張國暉，2017: 122）。因此，物律既

有可能協助治理，也有可能造成治理風險，而帶來非可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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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許多相當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目前國內已有應用轉型研究相

關理論途徑的在地研究（周桂田、曾玟學，2017），但並未把脈絡

性的概念比較及追溯分析做為分析主軸，亦且也未有藉MLP分析

在地運輸部門碳排及空汙頑強問題的實例，這些都是本文的貢獻。

相當程度來說，本文有關歐洲近年治理理論上的幾個新概念及內涵

點到為止，而吸納治理研究的成果後所發展出不同學圈的過程及其

異同也概要簡介。此外，這些理論的新發展與相近學術領域（如科

技史、STS、複雜系統理論等）之間的互動，如承襲、斷裂或延伸

等，還有這些理論中不同途徑的詳細內容與應用案例等，為使本文

主題集中、避免發散，也須有所割捨。不過，本文第伍節以台灣現

存燃油機車政體的潛在轉型機會為實例，已相當程度地藉轉型研究

的MLP加以分析，期望未來有更深入及多樣的應用分析，並根據

在地脈絡的特質提供理論上的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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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new academic field of governance studies emerged mainly in the 
1980s Europe, one of its key contributions attempted to invite important 
concepts of multi-participation and dynamic power relationship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how the government to plan, implement and evaluate public 
policies. However, several persistent problem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and financial crises etc., brought serious challenges to cities,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ainly after 2000, a number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olities in Europe such as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 have worked with think tanks and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new governance approaches to deal with these persistent 
problems. They basically shaped two newly emerged academic disciplines of 
transition research and risk governance, which absorbed not only core ideas 
from governance studies but also other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such a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complex system 
theory etc. While both have earned substantial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in policy 
practice, they also confront some serious critics and challenges. In addition to 
introduce the academic evolution from governance studies to transition research 
and risk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note analyzes of how they respond to the 
critics and what challenges they might need to deal with in the near future. 
Moreover, this note takes a potential transition example of motorbike-mobility 
to explain how to apply transition studies to local cases and mak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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